
清朝与日本之间的情报搜集
*

———以清朝入关前后为中心

陈 波

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素有瑜亮情结的中日两国，彼此极力相互搜集对方的情报，以因应急剧变化的地缘

政治格局。结合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史料，分析清朝入关之前通过朝鲜的对日情报搜集，以及日本基于唐船风
说书的对华情报搜集，不仅呈现了明清鼎革之际中日之间情报攻防的实态，而且折射出当时清朝、朝鲜、日本
三国之间复杂而诡谲的利益分野和外交博弈。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前近代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关注，远
远高于“自居天朝”的中国对于作为“撮尔蛮夷”的日本的关注。这种相互认知的不对称状况，无疑对于后来
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之分野，乃至面临西方势力的冲击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有着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需
要注意的是，基于“情报”的历史分析，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至今关于异国情报的研究，在日本学界仍然
呈现方兴未艾的迅猛势头。对此中国学者如何予以旨趣不同、立场相异的学术因应，或许才是论文更深层次
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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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情报”其实就是 information，并不仅限
于敌对双方互相需要刺探的机密情报。异国情报
是国家处理对外事务的知识基础，也是构成不同

国家国民之间相互认知及彼此影响的情感的因

素。在传统的东亚诸国之间，每逢国际格局急剧
变动的特殊时期，就会上演纵横捭阖的情报战，其

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下的世界。本文拟综合中
国、朝鲜以及日本史料，分析在清朝入关前后这个
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特殊时期，颇有瑜

亮情结的中日两国，相互搜集情报的大致情况。

清朝入关前的对日情报搜集

———以朝鲜的“倭情”咨报为中心

天聪元年(仁祖五年、宽永四年、1627)正月
皇太极率后金军队进入朝鲜，即朝鲜所谓“丁卯
虏乱”发生，后金迫使朝鲜同其“约为兄弟之
国”①，打破了东亚的地缘政治平衡。与之相应，
诸国之间的情报搜集渐趋活跃。清初朝鲜君臣虽
然表面上岁岁遣使前往北京，但很大程度上是以

外交使节的合法身份作掩护，收集清朝的政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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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等方面的情报，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华夷秩序调

整之变局②;而日本当局则通过询问来长崎贸易

的华人商船船员，来获取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以

“风说书”的形式呈报江户③。截至目前，较之日
本和朝鲜的对华情报搜集，学界对于清朝入关前

后的对外情报搜集情况，或由于文献相对缺乏，较

少涉及④。兹以朝鲜史料为主，分析清朝入关之
前通过朝鲜的对日情报搜集，以及朝鲜之因应。
朝鲜虽于仁祖五年(1627)被迫与清缔交，但

是并未立即与明朝断交。恰恰相反，仁祖八年
(1630)，朝鲜派郑斗源任陈慰使经海路出使明
朝，无疑有向日薄西山的明朝输诚之意，并解释与

清缔交之缘由经纬。而后金于崇祯九年(1636)
四月，变更国号为清，改元崇德，同年十一月乙丑

(二十五日)冬至决定进军朝鲜，不久兵临汉城。
朝鲜君臣虽曾试图负固于南汉山城，然不久即势

屈力穷，被迫于次年正月在汉江东岸三田渡与清

缔结城下之盟，从此正式与明断绝关系，而与清建

立宗藩关系。同时清朝允许朝鲜，“日本贸易，听
尔如旧”⑤，默许朝日两国之间保持睦邻外交。
另一方面，自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来，朝日关

系曾一度濒于断绝。江户幕府建立之后，日本主
动寻求恢复两国邦交，在对马岛主宗义智的斡旋

下，经历数度交涉，于万历三十七年(光海君元

年、庆长十九年、1609)，达成所谓“万历已酉约
条”，日朝两国重新缔交⑥。根据约条，朝鲜对于
日本使节设置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规定无论是日

本所遣国王使，还是对马岛所遣特使抑或受职人

(差倭)，抵达朝鲜后只能入住釜山“倭馆”，就地
展开对朝交涉，而对马岛则凭借该约条取得了日

本对朝交涉事务方面的独占地位。然而好景不
长，宽永十年(崇祯六年、天聪七年、仁祖十一年、
1633)，对马岛主宗义成与其家老柳川调兴发生矛
盾，后者遂向幕府老中告发对马改窜国书之事。
此事虽于宽永十二年(1635)得到解决，但迫使宗
义成向幕府主动请求轮番派遣五山僧人至对马以

酊庵，监管与朝鲜文书往来之事⑦。宣告五山僧
人与对马藩儒共掌对朝交涉的时代揭开序幕。
此种对外关系格局，使得朝鲜在清朝、日本对

外情报搜集中处于特殊地位。日本需要通过设置

于朝鲜釜山的倭馆来打探清朝的情况，而通过倭

馆向清朝通报所谓“倭情”，也是朝鲜作为清朝朝
贡国的义务之一。日本自 17 世纪 30 年代以后确
立了所谓“锁国”体制，禁止普通国民私人海外航
渡，因此釜山倭馆的对华情报搜集职能更为凸显。
凡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日本莫不高

度关切，例如丁卯虏乱发生后的崇祯二年

(1629)，对马使节“正官玄方、副官平智广等，持
书契出来，决欲上京亲达所事”，理由是“关白视
贵国如兄弟，闻贵国被衂于山戎，欲发兵相援”⑧。
又如朝鲜与清朝在三田渡订立城下之盟的同年五

月，“差倭藤智绳，伴从三人，以酋贼讨平致贺事，
持书契出来，以乡官接待”⑨。另一方面，朝鲜凭
借与日本之间的交邻关系，往往将日本发生的重

大事件，转咨清朝。其中尤为典型者，是朝鲜将日
本发生的“岛原之乱”，事无巨细地报告给了清
朝⑩。其中一则关键的咨文，不仅见存于朝鲜史
籍《同文汇考》之中，其原件至今仍保存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瑏瑡。关于岛原之乱的咨报过程，松浦章
先生已经有详尽研究，无烦赘述。可见清朝早在
入关之前，对于僻处海东的日本之动向，已经表现

出高度关切。
据松浦章先生所提供的线索，笔者仔细搜检

《清实录》，发现岛原之乱被镇压后不久，朝鲜所
遣使臣即将当时日本的情形以咨文形式呈兵

部。瑏瑢其中对于对马岛外交执掌及其与朝鲜的关
系交代得十分清楚，与对马岛主宗义成发生矛盾

的柳川调兴，以及幕府派往对马岛以酊庵监管外

交文翰的五山僧人麟书堂(日本史籍多作璘西

堂)都粉墨登场。并且咨文交代了当年(1639)对
马使节平智连、藤智绳遣使至朝鲜的目的，是要与
朝鲜重建对马岛外交人事格局变动(即指五山僧

璘西堂进驻对马，而对马旧臣柳川调兴等二人被

流放)以后一度断绝的贸易关系，朝鲜君臣则以

柳川调兴遭贬谪为由，而拟不允对马使臣之请。
这些内容实际上均涉及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幕藩体

制建立过程中的大事，即所谓“柳川一件”，以此
为契机幕府加强了对对马藩的监管，完善了对朝

外交体制。只是咨文在表述上较委婉，如称“(大
君)今春始瘳，山猎船游，与前无异。岛主辄得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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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连被恩赏”。对于宗义成当时被家臣所告发
的尴尬处境轻描淡写，而兴词告主的柳州调兴最

终被“流配远方”。对于此事，皇太极似较为重
视，并告诫朝鲜国王曰:“详阅日本情形，语言虽
无大戾，似亦有要挟之意。然朝鲜与日本谊属邻
邦，着国王可斟酌行之，勿听群小之言。”瑏瑣从此事
可见清朝在入关之前，对于日本染指朝鲜半岛之

野心，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
除此之外，《清实录》中还保留有朝鲜使臣向

清朝通报通信使派遣情况的记载，以《清太宗文
皇帝实录》卷五十九崇德七年(1642)三月戊戌
(29 日)所记较详。此次朝鲜呈送清朝兵部的咨
文，是关于宽永十九年(1642)日本幕府将军德川
家光因中年得子(即德川家纲)而要求朝鲜派遣

使臣的始末。瑏瑤咨文中提及德川幕府态度傲慢，公
然要求朝鲜当局提供“国王殿下亲笔一纸，及诸
臣赞诵诗篇，以为万世流传之宝”，并且需索“大
藏佛经”以及“大钟、香炉、烛台、花瓶等器”，以装
点日光山新建而成的德川家康“社堂”。朝鲜当
局稍示为难，日本“倭差”就“多张恐吓之语”。对
于此事，皇太极不久就给予答复:“详倭国之言，
虽无大恶，实有欺压朝鲜之意，既修邻好，王当量

其可否而行，勿为众挠。”瑏瑥而据《同文汇考》所
记，朝鲜使臣于次年(1643)派出通信使团前的三
月初一，再次咨呈清朝兵部，要求转奏皇帝，而皇

太极于次日(3 月 2 日)即给予批复曰:“遣使致
贺，固交邻之道，然详察情形，尤为紧要。”瑏瑦朝鲜
在通信使正使尹顺之于当年(1643)十月二十九
日到泊釜山后，即向清朝咨报使团一行所见日本

情形，十二月二十二日即达清朝兵部，咨文中称日

本凡干应待之理，岛主“语言矜肆，气色张大”，言
日本“民物殷盛，加于前所闻，大板、江户等地，城
池壮固，闾阎栉比，室屋华丽，寺观相望，金碧照

耀”瑏瑧，内容十分详细。
目前在中国一侧的史料中，很少看到清朝关

注日本的有关记载，更何况此时清朝还并未定鼎

中原。清朝入关之前颇为关注朝鲜与日本的交
往，或已有重新构筑东亚秩序的意图。早在崇德
二年(1637)九月六日，清朝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及
户部参政马福塔二人就曾向羁质沈阳的朝鲜世子

陪臣表达过通好日本的愿望，理由是“通信之意，
曾于约条言之矣”，而朝鲜以“日本海路甚远，我
国使臣十年一番往来”为由拒绝瑏瑨。但是清军入
关的当年，清廷又无意中获得一个直接通问日本

的机会。当年四月一日，日本商人竹内藤右卫门
等 58 人，自越前藩三国浦新保村乘船出海，途中
遇风，于六月初的某一天漂流至今俄罗斯境内的

图们江口以北海滨，为当时清朝治下的瓦尔喀人

追杀，43 人遇害，幸存的 15 人被解送至清故都沈
阳，辗转至北京，次年十二月被清朝解送至朝鲜，

顺治三年(1646)三月十七日被朝鲜送至对马，六
月至大阪，八月这批漂流人中的国田兵右卫门、宇
野与三郎被召至江户，由幕府老中亲自询问其漂

流始末。瑏瑩朝鲜君臣认为，清朝之所以送还日本漂
人，“非等闲之事，欲铺张夸大，以观日本之所答
如何”。清朝甚至专为此事派敕使至朝鲜，欲面
见“倭人护去之官”，“使之听其所言而去”，直接
与日本建立关系的意图十分明显，终为朝鲜官员

以“本无前例”所阻瑐瑠。而后日本所遣使节于顺治
三年十一月至朝鲜，所递致谢书契中，“全没归美
清国之语，而至以鞑靼国为言，显有轻视之状”瑐瑡。
朝鲜与之交涉无果，遂将此事转咨清朝瑐瑢。出乎
意料的是，次年前来朝鲜的清使竟认为“彼虽辱
语清国，不以为关，况中原之人，曾称鞑子，倭国所

云，必出于此，何足怪哉?”瑐瑣丝毫不以为意，但同
时反复叮嘱朝鲜馆伴大臣，“俺等未发行前，如有
东莱可闻之端，即为来告宜当”，告之以“今后日
本事情报知一事，专责于兵判”瑐瑤，“倭情好不好消
息，令兵曹判书专管，随事报知”，朝鲜馆伴对以
“日本书契酬酢，礼曹主之，衙门移咨，备局(指备
边司)为之，兵曹所管，只是军务而已，以此等说，

反复论辩”，但清使坚持“有所闻见辄即驰报者，
兵部之责也，俺之此言，非出己意，上副使如是讲

定，将归报摄政王，俺则既已面言于户判馆伴，他

日有事，勿谓俺不言也”瑐瑥。清使此言，仍然显示
出对日本相当的关注，并且试图规范朝鲜咨报

“倭情”的程序，要求朝鲜方面由兵曹判书专门负
责此事，有事则驰报清朝兵部。
虽然面临清朝的高压，但朝鲜转咨“倭情”决

非无所保留，而是有所选择。实际上自“丙子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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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之后，朝鲜向清朝咨报日本情形，就有利用日
本牵制清朝的政治考量，于仁祖二十一年(1643)
担任通信使团副使出使日本的司谏赵絅，就曾上

书仁祖力陈这一外交战略:

诚信交邻，以壮国势。日本与我既已通
好，非始谋结援也，唯不诚信耳。若遣一介之
使，明陈我困于虏之状，则彼之然诺为我国，

必不待辞之毕也。议者曰:“日本非亲信之
国。”此虏独可亲信乎? 事之交之，俱出于不
得已也。与其均出于不得已，无宁藉既和之
势，以报敌怨之虏乎? 况臣之计，唯欲助声势

而已，非即曰请倭兵，同我前驱也。彼虏亦常
问倭来否，且曰吾亦欲送使至彼，盖惮彼也。
诚将如此情实，密谕日本，使之飞一书于虏

中，以责侵我邻好，则彼虽始怒我使之，而知

我与倭深结，终不能轻易加兵于我矣。此真
所谓落其机牙者也。瑐瑦

赵絅所举张的“诚信交邻、以壮国势”之外交
策略，大部分情况下清朝似乎不以为意，而一旦朝

鲜稍有逾矩，清廷也十分敏感，例如顺治七年

(1650)，顺治帝就识破朝鲜要求筑城备倭的背后
意图瑐瑧，于敕谕中切责当时有“北伐”之意的朝鲜
孝宗:

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某，据奏倭国相恶，欲

修城集兵、整顿器械，此语不止一二次。自尔
先王以至今日，亦不知凡几。缘此，所以遣巴
哈纳祁充格等赉敕，往问真伪。巴哈纳祁充
格等回奏云:臣等提取庆尚道观察使李 、东
莱府使卢协等仔细讯问，答云:“倭国、朝鲜
素向和好，并无怨乱兵戈之事，前奏系欺罔巧

诈”等语。由此观之，其修城集兵、整顿器械
之事，原与倭国无涉，专欲与朕为难也。意图
进修城池，招集兵马，整顿器械，所以期罔巧

诈，礼节有违，朕惟备之而已，夫复何言。顺
治七年七月二十日。瑐瑨

孝宗以日本举动异常为由，向清朝陈奏要求

“修城集兵、整顿器械”，而终未获清廷许可，且酿
成重大的外交风波。此后朝鲜一再因此事上表清
朝，给予解释，且孝宗要求严厉处置向清廷走漏消

息的庆尚道观察使李 、东莱府使卢协等二人，亦

未被顺治帝所许可瑐瑩，此事到顺治八年才最终告

一段落。
综上所述，自清朝迫使朝鲜于崇德二年

(1637)与之缔结宗藩关系之后，朝鲜按照事大外
交的原则向清朝不定期地咨报日本情形。尽管朝
鲜并非机械地将日本情形转咨清朝，而是出于一

种以倭制虏的牵制策略。而清朝在未彻底击败南
明之前，兼之台湾郑氏纵横东南沿海，亦无通过海

路获知日本情况的可能，除要求朝鲜主动咨报倭

情之外，实无其他可靠途径。清朝对于朝鲜的倭
情咨文亦有不满之处，例如顺治六年至八年围绕

倭情咨文，清朝与朝鲜产生外交纷争，即是其中比

较显著的一例。清朝统一中国全境之后，对于日
本日渐关切，例如康熙十五年，就针对朝鲜所呈对

马岛关于吴三桂举兵的咨文，特别晓谕朝鲜勿为

日本所“煽惑”瑑瑠。康熙四十年(1701)六月，杭州
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受康熙帝派遣，亲往日本刺探

情报瑑瑡，这无疑突破了依赖倭情咨文的单一情报

搜集方式。可以看出，虽然相对于日本对清朝的
关注程度而言，清朝对日本的关注度或许并不高，

但清朝早在入关之前通过朝鲜洞悉“倭情”这一
点，或许对于突破清朝对日本漠不关心的固有认

识，也不无启发之处。

清朝入关前后日本的对华情报搜集

———以明末李自成的传闻为中心

与朝鲜不同，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清朝之间并

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清朝入关时，德川幕府已经
确立了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兼之明亡之后大量明

朝遗民东渡日本，极力渲染清政权的野蛮残暴，很

大程度上激活了日本朝野对于元寇袭来的历史记

忆，使得德川幕府的反应非常激烈。而作为幕府
御用朱子学者的林罗山(1583 － 1657)瑑瑢，在其中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罗山之子林鹅峰(春
胜)及其孙林凤冈(信笃)搜集、编撰而成的海外
情报集———《华夷变态》，已表现出编撰者或者说
是幕府的价值取向，即“明清鼎革”，已使以中国
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不复存在。日本以往闪烁其词
的道统自立情节，自此化为以建立日式“华夷秩
序”为目标的现实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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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于明清易代的相关情报最初得自两个

渠道，其一是来自赴日商船船员的口述，即所谓

“唐船风说书”。《华夷变态》卷一收有题为“大明
兵乱传闻”的风说书二则，一则署期为“申八月四
日正保元年(1644)”，另一则署期为“酉六月三
日”，内容是唐通事询问当时明朝灭亡及清军入
关等一系列大事的基本情形。可见清军入关仅仅
数月，消息即传至日本。而日本证实这一消息，则
是由于上文所述日商竹内藤右卫门等人漂抵清朝

境内的偶然事件。日本为答谢朝鲜送还漂流人一
事，派遣橘成税、藤智绳等二人到达朝鲜东莱府。
二人向朝鲜官员透露，德川幕府当局认为清朝送

还漂流人是向日本夸耀武力，而关白叔父甚至

“欲赴援南京”，对马岛宗氏则居中弥缝周旋。其
实日使系由对马派出，不免有虚张声势、市恩朝鲜
之嫌，但德川幕府高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清

朝攻占北京反应激烈，当是事实瑑瑣。而二使所递
书契则甚为傲慢，“全无归美清国之语，而至以鞑
靼国为言”瑑瑤，使得朝鲜当局十分为难，认为事涉
不敬，难以原样“报知北京”。但橘成税、藤智绳
二人态度强硬，以书契系“皆出于道春之手，岛主
亦不得改一字”瑑瑥 (道春即林罗山)为由坚拒修
改，反而借机向朝鲜东莱府使闵应协探问朝鲜与

清朝的关系。当得知朝鲜臣服清朝之事实后，即
出言威胁，“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
骇愤，将欲兴师而来”瑑瑦。实际日使不过虚张声
势，回到对马之后，似乎并没有向德川幕府当局报

告朝鲜臣服清朝的事实。不久幕府将军德川家光
专门为清朝与朝鲜缔交之事诘问对马岛主，“此
处则南、北京消息连续相闻，而岛主素与朝鲜相
厚，一不通报，是何故耶……以漂民之事言之，则
淸国送于朝鲜，朝鲜转送于我国，朝鲜与淸国，果

非相好而然耶? 大明时朝鲜为藩邦。即今贵国之
于淸国，亦如是耶?”瑑瑧此事可见日本对于明清易
代之情报，已开始经由多个渠道极力搜集，而不仅

仅是藉由对马倭使至釜山打探。
《华夷变态》卷一收有题为“大明兵乱传闻”
的风说书二则，其中一则对于李自成事迹的记载

颇异于中国史籍，兹引其局部并试译如下:

起义大将名为李自成者，乃陕西下辖延

安府人氏，祖父官至兵部尚书，父亲在其幼年

时期亡故。李自成二十八岁之时，正值崇祯
七年，当年饥荒，大量百姓未能上缴赋税，因

此延安府米脂县官衙逮捕百姓，加以为难。
李自成见怜，代为缴纳逋赋，百姓悉免于罪。
但崇祯八年又饥荒大作，米脂县衙因上年李

自成代为缴纳逋赋，此次又勒令其缴纳。李
自成回复:上年鄙人顾虑百姓不便，因而出银

缴纳，此次鄙人家计艰难，难以代为缴纳赋

税。职此之故，县衙将李自成逮捕入狱，朝夕
摧残。当时受恩之百姓商议，李自成身陷囹
圄，莫保朝夕，皆因怜悯我等出银纳税之故，

于是皆疾视县衙，一致欲救李自成出狱，以报

前恩。乃集合百姓约四五百人攻取县衙，决
然救出李自成。并因此人数渐增，遂成大
势。瑑瑨

李自成《明史》有传，其他中国传世史籍亦不
乏记载。综合各种记载可知，李自成出身贫苦，父
祖亦未尝为官绅。李自成少年时期喜好枪马棍
棒，父亲死后充当驿卒为生。崇祯元年(1628)很
多驿站被裁撤，他因丢失公文，失业回家。同年冬
季因不能偿举人艾诏之欠债，被后者告至米脂县

衙。县令晏子宾将治其死罪，后由亲友救出。年
底李自成杀死债主艾诏，并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

年(1629 年)二月至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
军，不久便被参将王国提升为军中把总。同年在
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王国

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瑑瑩总之上引风说书所述与
中国史籍记载出入很大。这份风说书末尾所署日
期是“申八月四日正宝元年”，即公历 1644 年，这
一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关节，李自成入

京、崇祯自缢、山海关大战、吴三桂降清、满清入
关、南明建立等大事件接踵而至。可以想见，即便
是当时的人们，在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也惶然

不知所措，难以知晓诸多大事发生的前后始末。
如在“大明兵乱传闻”这则风说书后，有按语曰:
“虽一直向唐人各各相询，然因他们是远离北京
之人，十人便有十种说法，全无一致口径。”并且，
在这则风说书后，又有一则署期作“酉六月三日”
(1645 年 6 月 26 日)，亦题为“大明兵乱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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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提到，“日本宽永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义军
大将名为李公子者攻陷北京，崇祯自杀”瑒瑠。结合
上文，可知明末民间曾广泛流传李自成不仅出身贵

胄，而且仗义疏财，迫于官府淫威才被逼上梁山。
姑不论上述传闻真实如否，它起码反映了李

自成在明清鼎革之际，一时曾深孚民望。《华夷
变态》所记的李自成，与后来《明史》形塑的“流
贼”，形象上判然有霄壤之别。当然，这并不是说
李自成真就是所谓“李公子”，的确是堂堂大明兵
部尚书之后。不妨先看看清初官修正史《明史》
卷三○九《流贼·李自成》的一段记载: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

也，尝出粟振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
我。”会绳妓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
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
之，共出信。
这段史料实际说的是李自成部将李信加入李

自成义军的经过，而清初以布衣加入明史纂修行

列的著名史家万斯同，在其私撰《明史》卷四○八
《盗贼传·李自成》中对于李信事迹所记较详:

河南举人李岩者，大司马李精白子也。
原名信，信以父阉党，思湔其丑，尝出粟千石

活饥民，饥民德之，称李公子。会红娘子蹋绳
妓也，重信，掳信去，强委身事信。信乘间归
囚于官。红娘子来救，破囚，饥民之德之者，
同时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杀令
反，而信投自成，改名岩。瑒瑡

李信就是广泛见诸明清史籍记载的传奇式人

物———李自成部将制将军李岩。综合史籍记载，
若论才识将略，李岩在李自成麾下一群赳赳武夫

之中，无疑显得鹤立鸡群。崇祯十三年(1640)李
自成本来已被督师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围剿逼得走投五路，仅带少数部众自商洛山

(在陕西东南)溃围轻骑间道奔河南。危急关头
正是李岩力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行
均田免赋，编童谣处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
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此种宣传在很短
时间内就深孚民望，嗷嗷待哺的河南百姓纷纷投

入李自成麾下。李自成军也从此一改流寇杀掠之
作风，而决意问鼎中原。但李岩似乎是个悲剧性

的人物，李自成进京之后，对他日益冷淡，山海关

之战大败后农民军自北京仓皇撤退途中，大顺丞

相牛金星向李自成进谗言，言李岩有异图，李自成

乃“令金星与岩饮，杀之”瑒瑢。李信的人生经历，是
正统史书讲述功臣宿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类故

事的极好注脚。李岩以贵胄之裔而见疑于官府，
不得已投身事“贼”，胸怀远略却不遇明主，终于
在小人攻讦之下含冤而死，所幸他有一位红颜知

己红娘子，从而给他悲苦的人生增添了一抹暖色。
如果把他的故事与上引风说书进行比较，不难发

现风说书所述，其实不过是将关于李岩事迹改头

换面，唯独不见红娘子的事迹，并且年代稍有提

前。实际上，根据中国史料记载，明末的江南地区
曾长期将李自成与李岩误作一人，对此，出身明末

南直隶无锡的计六奇这样提到: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

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间犹疑即李公子，
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岩也，故详志之。瑒瑣

可见自李自成起兵开始，当时江南地区的传

言就已经将李自成误作贵胄公子，而非草莽匹夫

出身，并且在李自成入京之后，此种传闻仍然广泛

流传民间。而赴日商船多由江南滨海地区起航，
将此传闻带到日本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如果继续追询下去，会发现历史的实相

更加渺远难求。上引史料中屡屡提及李岩原名李
信，乃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对此，清代学者

俞樾一再力辟其非，指出李精白出身于“河南颍
州卫军籍”，且为“万历癸丑科三甲九十五名进
士”，其子“李栩以贵游子弟，毁家抒难，为国捐躯
……毅魄英魂，至今未泯”，与其父为人行止大相
径庭，无疑是值得褒扬的忠臣义士，至于叛贼李岩

则另有其人。瑒瑤

而明末曾亲身参加大顺军的河南人郑廉在

《豫变纪略》中则否认杞县有李岩其人，康熙《杞
县志》中附有一篇《李公子辨》，也决然否认李岩
是李精白之子，更断言杞县举人李岩实为乌有。
已故南明史大家顾诚曾依据上述史料，撰文举张

李岩是封建史家出于丑化李自成的需要而捏造的

人物，其说一度产生广泛影响瑒瑥。可是 2002 年河
南博爱县唐村撰成于康熙五十五年的“李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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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被发现，其中明确记载了李岩事迹，无疑又在
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瑒瑦。目前看来，李岩实有其人
当无疑义。
与李岩相比，李自成的事迹则争议较少。可

是《华夷变态》卷一收有《抄录李贼覆史军门书》，
其中亦有费解之处。根据该书末尾按语瑒瑧，可知
它是李自成写给史可法的书信。此书是由到长崎
贸易的中国商人持至日本，来历不明。谢国桢曾
提:“李自成覆史军门书、吴三桂檄文、朱成功献
日本书、郑锦舍檄文……等数篇，皆为中土所佚。
但有人疑李自成覆史阁部书为伪者。”瑒瑨细阅此
书，确实有与多数史籍扞格难通之处。如其中李
自成自述身世云，“孤本山东人，父业履，母织衽。
二弟乘骏、乘虎皆读书，独孤屡试不遇”，不见于
中国任何传世史籍记载。并且按语中有南明建立
后“随即檄召三边。总制吴三桂歼降流寇，生擒
元兄李闯，当即割肝祭庙，大快敷天”等语，无疑
与书信内容自相矛盾。根据信中“能割荆襄一带
以属孤，自此以往，奉昭代律令，万明朝(朝)历

朔，有逆事即为外援，无事即为内镇，至便也”等
语来看，则应是李自成为清军所迫放弃大顺旧都

西安，南下襄阳、邓州之后，其时约在顺治二年
(弘光元年，1645)二三月间瑒瑩，当时李自成迫于清
军压力，确实有通过南明军阀左良玉(时驻军武

昌)与史可法通书谋求联合抗清之可能瑓瑠。可是
李自成若在北京为吴三桂所擒，被“割肝祭庙”，
自不可能复书史可法。但该信确与李自成南下襄
邓后的历史情境若合符节。至于李自成自述“孤
本山东人……二弟乘骏、乘虎皆读书，独孤屡试不
遇”，或出于一种自我标榜和谋求和解之策略亦
未可知。信中李自成自述“然初无图大之志，与
天子抗礼。乃众公不亮，数上征伐之议，驱策百万
之师，仓忙之际，无以逃命，始安志触天子之怒，勤

明公之力，耗有限之帑金，杀无辜之赤子”，这是
说崇祯十三年自商洛山(在陕西东南)溃围轻骑

间道奔河南之后他才开始真正有问鼎之心，亦甚

合情理。信末按语提到吴三桂擒获李自成之事，
在南明境内确曾广为流传，以至于史可法不得不

上书弘光帝请颁诏以稳定人心瑓瑡，其无非反映了

南明建立之初朝野急于复君父之仇的普遍心态，

为此甚至不惜以“联虏平寇”为基本国策。在笔者
看来，该书即为时人伪作，其史料价值亦不容等闲

视之，至少其中有相当多的公道话，反映了当时的

舆论对李自成有同情之处，也为我们今天认识李自

成这样一个乱世枭雄提供了不同于官修正史立场

的新视角。

结 语

从更长的时段(整个明清两代)来看，日本对

于中国大陆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明清
对于“撮尔蛮夷”日本的关注。《华夷变态》等日
本官方外交文献几乎细大不捐地记录着中国的种

种消息(情报)，相形之下，中国对于日本似乎漫

不经意。尽管明代也曾迫于严重的倭患，有过短
暂关注日本的时期。但大体说来，明清两代中国
的异域记述，常常依赖于各种传世史书中诸如

《东夷传》、《倭国传》、《日本传》等文献。这些主
要来自传世文献的知识陈陈相因，辗转沿袭，甚至

还会掺进宛如《山海经》式的傲慢和想象。这种
情况一直要到清代后期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才

有所改变。这一相互认识的不对称状况，如何给
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乃至面临西方势力

的冲击所作出不同反应，还需深入思考。
基于“情报”的历史分析，自上世纪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就在日本初成气候，之所以如此，或许
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可以视为由于面临 80 年代
到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圈的历史性变动与变
革，‘情报’所起作用之重大，为历史学所认识的
结果”瑓瑢。而制度化的风说书采录，是“锁国体
制”之下日本海外情报的重要来源，通过对风说
书的解析，与清朝和朝鲜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颟

顸形成比照，无疑有将对于锁国体制的固有认识

相对化的重要意义。因此，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风说书的研究，作为‘海外情报’研究，担当
起 90 年代以来情报史研究的一翼”瑓瑣，直至近年
仍然呈现方兴未艾的迅猛势头。荷兰风说书的研
究，有松方冬子的专著问世，而唐船风说书的研究

方面，松浦章迭有新著刊行瑓瑤。日本这种对于情
报史的热衷及其背后的学术旨趣，中国学者或不

应忽视，且须思考相异立场的学术因应。［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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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配套资助，并得到中国南

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

①⑤《清史稿》卷五二六《属国一·朝鲜》，中华书局 1976 ～

1977 年版，第 14577、145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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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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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説書の世界》((日本)大阪清文堂 2009 年出版)、孙文《唐

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④⑩参见松浦章《清に通報された「島原の乱」の動静》，《関西

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 19 辑，1986 年。

⑥《通文馆志》卷五《约条》，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
2006 年影印本，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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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峰光璘)奉钧命，始来我州。”早稻田大学藏亨保十年
(1725)序写本，第 16 页。

⑧《边例集要》卷一《别差倭》己巳(1629)四月，(首尔)韩国国

史编纂委员会标点本 1971 年版，第 2 ～ 3 页。

⑨《边例集要》卷一《别差倭》丁丑(1637)五月，(首尔)韩国国

史编纂委员会标点本 1971 年版，第 12 页。

瑏瑡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明清档案卷(清

代)所收《后金崇德三年六月朝鲜国王为申报倭情差陪臣左

赞成洪宝赉兵部咨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 ～

13 页。此咨文与《同文汇考》别编卷四所收《报日本诛灭施

端余党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 1978 年影印本，第 1558 ～

1559 页)内容相同。

瑏瑢《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八“崇德四年九月乙丑”条，中华

书局 2008 年影印本，第 1218 ～ 1219 页。

瑏瑣《同文汇考》别编卷四《兵部知会详阅日本情形咨》，韩国国

史编纂委员会 1978 年影印本，第 15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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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 2008 年版，第 1381 ～ 1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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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 2008 年版，第 1457 页。

瑏瑧《同文汇考》别编卷四《报信使回还及日本闻见情形咨》，韩

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第 1560 ～ 1561 页。

瑏瑨《沈阳状启》丁丑年九月初六日:“龙、马又言:‘日本使出来

乎? 我国欲为通信之意，曾于约条时言之矣。’臣等答曰:‘日

本海路甚远，我国使臣十年一番往来，彼国则只商贾船往来，

使臣则近无出来之事矣。’龙、马唯唯，别无它语为白乎矣。

倭使若来，则欲使我国通于此处是白齐。”辽宁大学历史系
1983 年标点本，第 35 页。

瑏瑩相关研究可参见园田一龟《韃靼漂流記の研究》，(东京)平

凡社 1991 年版。

瑐瑠《备边司謄录》仁祖二十四年(1646)“正月初五日”条，(首

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59 ～ 1960 年，第 1 册，第
818 页。

瑐瑡《备边司謄录》仁祖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首尔)韩国

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59 ～ 1960 年，第 1 册，第 865 页。

瑐瑢《同文汇考》原编卷七八《报岛倭书契误称鞑靼字咨》，韩国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8 年影印本，第 1455 页。

瑐瑣《备边司謄录》仁祖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首尔)韩国国史

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59 ～ 1960 年，第 1 册，第 885 页。

瑐瑤《备边司謄录》仁祖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首尔)韩国国史

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59 ～ 1960 年，第 1 册，第 886 ～ 888 页。

瑐瑥《备边司謄录》仁祖二十五年三月十日，(首尔)韩国国史编

纂委员会影印本，1959 ～ 1960 年，第 1 册，第 891 页。

瑐瑦《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四○，仁祖十八年(1640)五月己丑
(9 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3 年影印本，第 87 页。

瑐瑧《同文汇考》原编七八《陈请筑城备倭奏》，韩国国史编纂委

员会 1978 年影印本，第 1455 ～ 1456 页。

瑐瑨《同文汇考》原编卷七八《饬虚张倭情敕》，韩国国史编纂委

员会 1978 年影印本，第 1456 ～ 1457 页。

瑐瑩《同文汇考》原编卷七八《谢饬谕表》、《摄政王前谢饬谕及赐

缎表》、《辨明倭情饬谕及一表兼谢奏》、《摄政王前辨明奏》、

《谕李 等复职斥和臣等免罪敕》、《谢降敕及赐缎表》，韩国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8 年影印本，第 1455 ～ 1461 页。

瑑瑠《同文汇考》原编卷七八《报岛倭来报吴三桂举兵咨》、《礼部

知会晓谕岛倭勿为煽惑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8 年影

印本，第 1461 ～ 1463 页。

瑑瑡参见大庭修《徳川吉宗と康煕帝》，(东京)大修馆书店 1999

年版，第 142 ～ 145 页。

瑑瑢藤原信时之子，京都人。林道春，初名又三郎信胜，号罗山。

22岁从藤原冷泉惺窝习朱子学。23 岁征召入家康幕下，辅

佐幕政。宽永七年(1630)。将军家光命于林家别墅(江户城

上野忍冈，现上野公园)内修建圣堂。宽永九年(1632)，尾张

德川义直助建先圣殿，于其中安置孔子及颜曾思孟四子之座

像(该殿遗址现为彰义队碑所在地)。其后又增炎黄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二十一幅画像，名画家狩野山雪之笔

也。宽永十三年(1636)，朝鲜来使，副使金世濂为画像作赞。

宽永十年初祭奠，将军家光亲临孔庙，拜孔子像，并请道春宣

讲《尚书·尧典》。井伊直孝、酒井忠胜、土井利胜参列。后

以为常例。明历三年(1657)，江户大火。林家被焚，数万卷

诗书为灰烬，道春时年 75，忧愤而病卒。葬于圣堂之东北，后

建祠堂以祭之。

瑑瑣《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四七，仁祖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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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3 年影印本，第 35 册，第 289 页。

瑑瑤《承政院日记》，仁祖二十四年十一月六日。

瑑瑥《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四七，仁祖二十四年(1646)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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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第 5 期)、《对李岩籍贯问题的再考证———兼论博爱

唐村〈李氏家谱〉的可信性》(《中州学刊》2007 年第 4 期)、

《李岩故里、家世与身世考实》(《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2008 年第 1 期);程峰:《从博爱唐村〈李氏家谱〉看李岩

的籍贯》(《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5 期)

《博爱唐村李岩故里调查》(《中原文物》2007 年第 4 期);

《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李岩籍贯考》(《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4 期)。李信事迹唐村《李氏家谱》记载如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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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名传数省。故奏廷考举，考官不平，之抱打诛辞，避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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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瑨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95 页。

瑒瑩顺治《邓州志》卷二《郡乱》:“顺治二年春二月，李自成屠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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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无烟。”转引自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

版，第 147 页。

瑓瑠韦祖辉:《从何璘观点、夹山文物看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

成———兼论李自成结局》，载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 ～ 31 页。韦祖辉认为此信
“辗转流传，舛处难免，无损全信重要史料价值”。

瑓瑡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一《请颁诏勅定人心疏》:“或云辽

帅吴三桂杀贼数万，闯贼西奔。或云唐通内应，闯已授首。”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 页。

瑓瑢参见岩石哲典、真荣平房昭编《近世日本の海外情報》序言，

(东京)岩田书院 1997 年版。

瑓瑣参见松方冬子《オランダ風説書と近世日本》，东京大学出版

社 2007 年版，第 9 页。

瑓瑤松方冬子专著参前揭注。关于唐船风说书，松浦章有《14 世

紀 ～ 20 世紀初頭の東アジア海域諸国における海外情報の

研究》(平成 15 － 17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C)研

究成果報告書，［吹田］:松浦章，2006 年)、《海外情報からみ

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出版 2009 年

版)、《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文化情報の発信と受容》(东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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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transaction mode innovation in future rural production，and be supported in aspects of policy system，
social service，and operating mechanism．
(6)Paradox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Network Media Age Cheng Tongshun Zhang Wenjun ·117·

The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ory are political efficiency and political
response，however，in the era of network media there is a great tension between the two，bringing forward the
paradox of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ive yet weakening the political validity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the three factors producing the intension are the political attribute of network
and its influences，the contradiction of media time and political time，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logic
and media logic．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est expression，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political logic and the media
logic，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political time and media time are the ultimate causes leading to this paradox，
therefore，it is proper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ory in these three aspects．
(7)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Japan:In the Occasion of Qing Dynasty’s
Entering into Shanhaiguan Chen Bo ·147·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China and Japan which had been known as Yu － Liang Complex
tried to collect each other＇s in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rapidly changing geopolitical landscape． In combining
the Chinese，Japanese and Joseon Dynasty’s historical records，this paper will analyze Qing Dynasty’s infor-
mation collection against Japan through Joseon Dynasty before its entering into Shanhaiguan and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on China based on TōsenFusetsugaki by Japan，therefore tries to reveal an aspect of the information
war among several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t that time．
(8)Investigation Ｒeport on Visual Construction of Popula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Li Jian ·186·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popular culture contains a very

noticeable issue of visu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urvey data on mass media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with sociological sampling method． On this basi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an be revealed: firstly，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for-
mation of mass media and its visual dominance，popular culture shows a flow of products for visual enjoyment，
and the basic rules of how to grasp the world with a visual way． Secondly，the cross － media turn in visual im-
age production provides popular culture with more diversified choices of media and approaches to products of
visual image． Finally，the problem of visual literacy in popular culture shows that visual ideology dominates the
levels of people’s visual literacy and values，and at the same time，people’s visual literacy and values can al-
so affect the overall condition of popular culture．
(9)Development Status of“Grassroots Media Culture”in Contemporary China Pang Hong ·193·

Grassroots media cultu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c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cul-
ture．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ocusing on Nanjing citizens，the revealed facts are as follows． First，in
the visual resources belonging to grassroots media culture，the hot spots of society are always the center of at-
tention，and the attention rat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respondents． Second，for
the respondents，the main ways to participate in grassroots media culture are forwarding and sharing，and only
a few people are willing to produce and upload relevant pictures or videos． Third，most respondents believe
that grassroots media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ocial supervision，and ensure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society． Finally，most respondents are clearly aware of the ethic transgressions caused by grassroots media，
and propose the request of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10)On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Communicative Ｒationality

Chen Zhongjian Tang Tao ·209·
When it comes to the spiritual temperament of modern citizens，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s one of the es-

sential qualities． Schoo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social education，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should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missions in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Commu-
nicative rationa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odern social construction，with the content of individual reflec-
tion ability，effective persuading ability and the spirit of sympathy and pardon． The“dialogue － style”teach-
ing facing to real lif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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